怀念恩师黄成就教授
张 永 田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厦门361006)

    黄成就教授辞世已过半年，忆及与黄师相处的愉快日子，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黄师骨灰即将奉安之际，仅以此短文悼念。

一、治业严谨  诲人不倦

    初次认识黄师，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转瞬已过40年.。当时黄师随陈焕镛教授到北京主持<<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编写工作，我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分类室委托组织本室及兄弟单位来京工作、学习的年青同志共26人，请黄师讲授植物学拉丁文，每周2次，每次2小时。至今我仍保存有当年部分的课堂笔记及黄师认真批改的作业。经过三个月的系统学习，使我们对植物学拉丁文有了初浅的了解。结业时，除全体学员外，现今北京植物所元老王文采、汤彦承、陈心启、戴伦凯等教授都出席分类室集体向黄师赠书(捐款)仪式，以示诚挚谢意。这些同志现在全国许多省、区都是当地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骨干力量。

    黄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广博的学识得益于严师的言传身教。1948年黄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得到当时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张肇骞教授指导，致力于牤牛儿苗属的研究，1949年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期间又更深入地研究了牤牛儿苗科，并获得焕老、吴印禅教授、侯宽昭教授指导。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从事高等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又获匡可任教授指导。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发表了“中国芸香科植物初步研究”一、二、三。1953-1955年随同吴征鎰教授至海南岛参加橡胶宜林地调查，黄师领导海南西队完成任务好。八十年代初黄师与我同到粤北山区考察壳斗科植物模式种产地与生境，黄师深入实践，认真观察记录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严谨的科学态度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1962年，在焕老主持下 <<中国植物志>> 壳斗科的编写工作正式开始，全国主要标本室的壳斗科标本汇集到北京，黄师与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鉴定大量标本，观察对比其变异系列，处理国内外学者发表的浩瀚的文献资料。为此黄师废寝忘食，专心致志投入此工作，作为初学者的我，在黄师的言传身教中获益良多。

    文革结束后，黄师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至九十年代末黄师卧病在床之前的整整十几年时间，是黄师科研的黄金时代。1979-1985年, 应海外学者的邀请，黄师先后到香港、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美国等地区与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查阅壳斗科、芸香料、  牛儿苗科、醡浆草科及部分大戟科标本及文献资料，对<<中国植物志>>的编写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八十年代黄师又担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对该所研究方向有其独特见解。在这段时间，我与黄师一起工作时间较长，由于<<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主持者焕老已故去，因此,黄师只好忍辱负重全力投入此工作。至今，明眼人还不难看出已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掺砂”痕迹, 而“壳斗科植物摘录”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系列学术论文不仅是对中国壳斗科植物学名的订正，而且包含其他精辟的学术见解。我还有幸看到黄师芸香科的部分手稿，详细的记录、草图、详图，从中不难看出他多少艰辛融入其中，记得一次野外柑桔品种考察，黄师与我一起考察柑桔果园，仅访问记录，小标本就积累了十几本。他在认真查阅古籍与中外文献时，力求把已掌握的化学成分，应用价值、品种分类评价一并融入。因此，黄师对芸香科种类划分，特别是柑桔属品种划分已被国内同行普遍采用。很可惜，当<<中国植物志>>芸香科完稿后，黄师已卧病在床，出版前收尾工作只好由编委会另请专家完成，但稀少瑕疵仍不失大作之光辉。

    在来之不易的学术生涯中，黄师在国内外学坛上的研著有许多，我想后来者当有评述。

二、半生坎坷  息心归去

    黄师1922年12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早年丧父，后随叔父到越南河内上学，1939年回国，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植物学系，1950年获中山大学硕士学位，次年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不幸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黄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科研、生活开始大的转折。1959年，在吴征镒教授的关怀下，黄师全家调往昆明植物所，可是恶运继续降临，研究工作搞不成了，下放搞小球藻。直到1963年，在焕老关怀下黄师调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随后出差北京继续参加<<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编写工作。1965年底，气候突变，“史无前例”开始，恶运再次降临，作为焕老的“徒子徒孙”，黄师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遭批斗、游街接连不断。不久，与所有的‘牛鬼蛇神’被一起入‘仓’，害得爱人子女找遍了广州的‘明监(牢)’，最后才获悉在石井监仓。在仓中无休止的批斗，皆在想象之中。记得我曾请黄师讲狱中1、2件印象最深的事，他说，往事不堪回首，不说也罢，就讲一件，有一天，监中推进一位老者，是一位慈祥的老伯，偶有机会，我问老者：“你缘何也被关进来” ？老者说：“革命小将说我对伟大领袖有刻骨仇恨，要砸烂狗头”。原来，是他的两个小孙子不知哪来一个瓷像章，争抢个没完，吵的心烦，我一时心急如焚一锤子打碎了。至于刻骨仇恨又从何谈起？1968年下半年，黄师从监仓出来，又下放连山干校，每月发给15元生活费，批斗改造经历4年之久才放回原单位。

    文革寿终，政策开始落实。省政协委员、常委、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桂冠接踵而来，称谓也由黄成就、老黄，变成黄教授、黄老。之后，我与黄师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茶余饭后闲谈机会也多了，当然我们谈论、争论都是以学术问题为主，虽有时声音较高，但绝无争吵。记得，八十年代的一天，黄师把一大叠植物学拉丁文卡片送给我，我除表示谢意外，就问 “你还不再用吗!” 黄师辛酸的说，为这些“特务卡片”差点搞得我家破人亡。后来我才知道，“文革”中，“革命小将”把这些卡片当成特务卡片，妄图从中逮出特务，这种事发生在科学院系统，真是“天方夜谭”。

    我深深地体会到黄师是个正常的有肉血之躯、感情丰富而坚强的人，几十年来世道沧桑，人情冷暖在他的心中留下多么深刻的伤痕。他曾谈及文革后期，“革命派”与保守派派仗升级，曾是“牛鬼蛇神”的他们有所“自由”，他不止一次地到大沙头码头向东遥望茫茫的珠江，回想坎坷人生，而后又回办公室看干标本的情景。

    黄师精通英文、植物学拉丁文，并可以阅读法、德、日、越、俄等专业文献，从存书上也可以看出他广博而深厚的基础知识。在其短暂的科研黄金时期，他是多么珍惜每分钟光阴。黄师曾与我谈及还有多篇论文希望与我合作完成。1998年，黄师已病重，他仍念念不忘<<Flora of China>>的编写工作，在他人生的最后3年中，黄师在病床中度过，后又仅能靠胃管喂养流质饮食。在辞世之前一年，我专程探望，讲话已无法听清，临别之际，从他紧握而又久久不愿放开的手，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眷恋，以及有多少科研成果未能完成的遗憾。

3、 诚挚友情  深深怀念

    黄师归去，音容常存。我们相处四十年，是师生、是挚友、是同志。从1959年我到北京至1976年离京，授业于匡可任教授，1962年至1965年又授业于焕老，虽两老都告诉我要多向几位老师学习，才有益于学识的提高。但很难如同黄师如此心灵相通，毫无隔阂。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黄师从“反右”至“文革”结束，每月工资仅50元，比我还少，长期一起工作的我竟无觉察，每次到广州，黄师家都有1-2次招待，每月100元左右的全家总收入，供5人生活，我还去“刮油”，良心能不痛疚！“文革”后黄师全家生活大有改观，我有几次到穗工作在黄师家食住不分彼此。

    追忆往事，感慨万千，饮水思源，永志不忘！谨此挽联寄托哀思：

    治业严谨诲人不倦无愧焕老学子 ；毕生坎坷息心归去一代学者春秋。
